
孙博文等：创新激励政策与能源前沿技术创新

创新激励政策与能源前沿技术创新*

——以“光伏领跑者计划”为例

孙博文　袁明生　李倩文　孙传旺

内容提要：前沿技术是大国竞争的核心，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如何推动产能结构优化升级，激励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是党和国

家关切的重大问题。本文根据 2009—2022 年中国光伏产业的 45 万余条专

利数据，利用基于 Transformer 深度学习框架进行预训练的大语言模型测算

了企业的前沿技术创新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光伏领跑者计划”这个

对光伏产业技术突破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激励政策的实际效果。研究发

现，“光伏领跑者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前沿技术创新，这一效果主要通

过需求扩张效应、研发优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渠道实现。此外，“光

伏领跑者计划”还对整个行业具有显著的势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

政府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关键技术参数作为企业遴选和产品准

入的有效区分标准，使得优质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势力，进而显著促进

了光伏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本文建议，在培育未来产业的过程中应借鉴

“光伏领跑者计划”的成功经验，逐步提高技术标准，扩大优质产品的市场

需求，从而充分发挥优质企业的示范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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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

能够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也是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

确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2026 年 4 月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整治

“内卷式”竞争。在此政策导向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

质量提升和良性竞争秩序的构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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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仅需要促进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更需要完善产业生态，引导产业的发展

模式向创新驱动升级。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

色生产力。光伏技术作为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的典型代表，既是推动能源结构转

型的重要支撑，也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孙博文，2026）。产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源于技术的不断突破与持续迭代，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从技术跟跑到

技术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其背后的创新演进逻辑值得深入剖析。如何从光伏产

业的发展历程中总结成功经验，并为其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已成为学术

界广泛关注的议题。

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科学引导和有效监管，通过产业政策制度设计和

必要的市场支持，政府能够推动未来产业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创新（陈强远等，2022；
宋华盛等，2025）。然而，全球产业发展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①比比皆是，不当

的市场干预会吸引低质量的进入者，扭曲企业的发展路径，从而无法促使各类优势

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最终降低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

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效能的关键在于，是否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形成有效的市场筛

选和激励约束机制，以增强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

是：政府应采取何种举措推动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如何通过以设定技术门槛为核

心的市场化机制设计给予优质企业更大的市场需求，进而激励企业进行前沿技术

创新？以促进光伏行业技术进步为目标的“光伏领跑者计划”②如何通过提高创新

资源配置的针对性，避免创新资源流向低效的生产主体，进而推动企业形成面向前

沿技术的创新导向？“光领计划”能否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和能效认证促进企业间知

识溢出，降低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研发面临的知识约束？这一政策如何通过市场势

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优化行业竞争格局，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与行业整体技

术进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晰产业政策在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方面应发挥的具体作用。

进入 21 世纪，中国光伏产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必要的调

整与升级。2009 年后，在“金太阳工程”③等补贴政策的作用下，大量企业积极进入

光伏领域。在这一时期，中国光伏企业的业务重点集中于组件环节，国内光伏市场

产能规模迅速提升。④部分曾经的光伏头部企业因过于倚重产能规模，在技术创新

①　例如，西班牙政府 2007 年出台的太阳能安装补贴政策，由于其宽松的申请条件，催生了众多的企业投

机行为。即使效率很低的光伏项目也能获得大量补贴，这直接导致了光伏装机容量的盲目扩张，市场上充斥着

大量的劣质光伏产品。又例如，2000 年以前，在乌干达农业市场中，由于掺假等原因，劣质的化肥和杂交种子

驱逐了优质的农业投入要素，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回报率较低（Bold et al.，2017）。

②　下文将“光伏领跑者计划”简称为“光领计划”。

③　2009 年，为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进步，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

程的通知》，文件指出，中央财政从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这一

政策被简称为“金太阳工程”。

④　资料来源：《跌落神坛的光伏巨人——从光伏起落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评议（一）》，国

家知识产权局，201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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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方面积累不足，最终经历了战略调整与重组。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前瞻创新意

识的企业坚持技术突破，不断补齐短板，在国家“光领计划”等创新激励政策的支持

下，逐步成长为行业领军力量，带动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技术驱动的转型。这一发

展历程表明，光伏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单纯来源于产能扩张，更取决于企业前沿技

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以及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

2015 年推出的“光领计划”是我国旨在促进光伏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和推广的

一项创新激励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以技术水平作为筛选优质企业的主要

标准，从而推动企业之间的产能竞争和价格竞争转向科技竞争和创新竞争。已有

关于中国创新激励政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引导基金（吴超鹏和严泽浩，

2023）、政府补贴（蒋冠宏，2022）、税收优惠（梁若冰等，2025）、创新资格认定（汪冲

和江笑云，2018）、政府采购（武威等，2024）、绿色信贷（郭俊杰等，2024）和政策协

同（孙博文，2025）等方面，但从创新激励政策本身的核心特征和具体举措出发，剖

析政策内容如何引导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的相关研究仍然有待补充。

关于中国光伏产业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则集中在市场交易（程承等，2024）和电

价补贴（王宏伟等，2022；孙传旺和占妍泓，2023）等方面，少有研究讨论光伏产业

创新的激励政策。Banares-Sanchez et al.（2026）从城市和企业层面讨论了补贴对创

新、产出和价格的影响，却并未围绕特定创新激励政策内容如何驱动企业前沿技

术突破展开分析。因此，有关国家创新激励政策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前

沿技术创新这一难题，仍然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关于“光领计划”推动光伏行业前

沿技术创新内在机制的探讨能够弥补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足，并为国家培育未来产

业提供经验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具体分析了“光领计划”的

作用机制，从政策自身的核心内涵出发，揭示了创新激励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前沿技

术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实践，本文系统探讨了“光领计划”

这一对于产业技术突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政策的运行逻辑，从“技术

赋能产业政策有效性”这一新视角揭示了政府如何通过优化政策机制设计识别优

质企业，并促进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有别于以往有关市场准入（张宽等，2023）
等产业政策工具有效性的研究，本文突出强调了技术要素在提高产业政策靶向性

方面的关键作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以科技突破引领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提

供了理论启示。

第二，本文构造的指标综合了多个维度的光伏前沿技术定义，精准识别了光伏

科技的前沿技术方向，增强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已有利用专利测度企业创

新的方法主要有基于 Word2Vec 模型的词典法（周鹏等，2024）、基于 PageRank 算法

的社会网络分析法（Funk & Owen-Smith，2017；安同良等，2023）和基于 SBERT 算法

的大语言模型方法（黄先海等，2024）等。本文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使用了基于大

规模语料进行预训练的 BERT、ERNIE、RoBERTa 和 ELECTRA 四种大语言模型，通过

对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文本的深入分析，创新性地构造了反映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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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标。同时，本文还在模型性能、时间特征、地区特征、技术特征、企业特征和

专利特征等多个维度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检验，有效弥补了现有文献中有关光伏企

业前沿技术创新测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不足的问题。

第三，本文拓展了创新激励政策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厘清了“光领计划”在促

进企业前沿技术创新之外的衍生效应。结合“光领计划”的政策特征和作用机制，

本文将势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纳入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技术要素在驱动

光伏行业实现优胜劣汰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了“光领计划”在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和技术引领示范作用方面的积极影响，丰富了创新激励政策推动光伏行

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光领计划”的政策背景并提出研究

假说；第三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和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

五部分探讨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六部分进一步分析政策在行业层面的势力提升效

应和优质示范效应；第七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在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产业政策激励有效促进了企业进入和产能

形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规模竞争倾向。例如，在 2009 年“金太阳工程”等政

策的推动下，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建立了光伏产业基地，光伏行业迎来了快速的产能

扩张期；大量企业进入光伏领域，4 年间光伏企业数量增长了 5 倍，中国光伏组件产

能占到全球产能的 80% 左右。在政策补贴和市场预期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更倾向

于通过扩大投资和提升产能赢得市场份额。在这一时期，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规

范和技术标准，光伏组件市场中的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国家能源局等三部委发布

的《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国能新能〔2015〕194 号）

（以下简称“194 号文件”）指出，自 2013 年以来，部分落后产能未及时退出市场，加

之先进光伏产品成本较高，短期内难以进入市场，光伏产业整体技术升级缓慢。

为激励企业进行前沿技术突破，国家能源局在 2015—2017 年实施了三批“光领

计划”，每年筛选出一批先进的光伏基地进行重点支持和示范推广。2015 年，山西

大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领跑者基地获批，标志着国家首批“光伏领跑者”项

目正式落地实施。随后两年，国家能源局又先后实施了两批领跑者基地项目。具

体建设批次如表 1 所示，三批共建设了 22 个光伏发电基地，累计有 48 家企业入选

“光领计划”的项目开发商。而项目企业入围，是一个以国家能源局设定高技术门

槛为导向，由省级能源部门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来完成筛选的过程。光伏产品供

应商入围通常经历以下步骤：首先，基地管理部门公开发布招标公告，公布项目的

规模、技术要求等；其次，供应商按照招标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和竞争性投

标文件；再次，主管部门和评审专家对企业资质进行审核评分，筛选出能够达到“光

领计划”技术指标的供应商企业；最后，领跑者基地对中标结果和供应商名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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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供应商资格。“194 号文件”对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

率等技术指标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项目中采用的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的技术标准。

因此，企业能否入围产品供应商名单，主要取决于其产品性能能否达到政策设定的

关键指标要求。①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层面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评估政策效应。

表 1 “光领计划”建设批次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应用类）

第三批

（技术类）

基地所在地

大同②

包头、乌海、张家口、济宁、新泰、两淮③、阳泉、芮城

大同、寿阳、渭南、海兴、白城、泗洪、宝应、格尔木、

德令哈、达拉特旗

上饶、长治、铜川

装机规模

1000MW
5500MW
5000MW

1500MW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7
结合上述政策文件，本文提炼了“光领计划”三个方面的核心政策举措，并将其

概括为以下三条机制，如表 2 所示。第一，需求扩张效应。“光领计划”需求扩张效

应的核心在于“以市场换技术”，明确要求扩大先进产品的市场份额，并为达到特定

技术门槛的企业提供额外的市场规模，从而激发企业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光领

计划”为技术领先的企业提供了项目支持，为高效可靠的光伏产品提供了市场支

持。例如，“194 号文件”中指出，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一定的市场规模实施“光领计

划”，要求基地项目优先采用先进的光伏技术产品，其中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

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 16.5% 和 17% 以上。第二，研发优化效应。“光

领计划”鼓励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的研发活动，通过财政资金增强企业进行前沿技术

创新的动力，推动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光领计划”通过技术标准筛选出

市场中的优质企业，规定财政资金优先向这些优质企业倾斜，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获

得更多的研发支持，从而推动企业间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光领计划”

通过提高技术准入门槛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研发，引导企业之间的竞争

从价格竞争转为科技竞争，从而实现企业内部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194 号

文件”指出，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各级地方政府使用

财政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家重点支持的公益类和扶贫类光伏发电项

目，优先采用“领跑者”技术产品。第三，知识溢出效应。“光领计划”通过设立应用

示范平台鼓励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流，对优质的光伏产品进行能效认证，从而促进

①　由于领跑者基地较少公布招商细则，本文从《大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项目管理办

法》（同政发〔2015〕53 号）、《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166
号）、《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划实施和 2017 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国能发新能

〔2017〕54 号）等官方文件中推断出相应的招商标准，主要包括企业技术水平、企业规模、投资能力、经营绩效等

方面。

②　大同在第一批和第三批均入选了光伏发电领跑基地。

　　③　两淮指安徽省两淮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包括淮南、淮北、阜阳、亳州和宿州五个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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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进技术的知识溢出。例如，首批光伏领跑者基地计划建设 12 个单体项目，其中

5 个为“光领计划+新技术、新模式示范”项目，这些项目以推动前沿光伏技术的创新

和应用示范为主要目的。

表 2 “光领计划”政策的具体举措

文件名称

《关于促进先

进光伏技术

产品应用和

产业升级的

意见》（国能

新能〔2015〕
194号）

政策举措

“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实

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

产品。2015 年，‘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应

达到以下指标：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

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 16.5%
和 17% 以上”

“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

技术进步的作用……各级地方政府使用

财政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在各

级政府机构建筑设施上安装的光伏发电

项目，优先采用‘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

光伏领跑者基地设立“光领计划+新技术、

新模式示范”项目，树立行业技术标杆

作用

通过扩大先进产品市场份额，为

达到技术门槛企业提供额外市场

规模，给予技术领先企业项目支

持，给予先进技术产品市场支持

利用财政资金加速技术突破，通

过技术标准筛选优质企业并给予

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转变竞争方式

设立应用示范平台鼓励企业开展

技术交流，对优质光伏产品进行

能效认证，通过示范工程鼓励企

业学习先进技术

效应

需求

扩张

效应

研发

优化

效应

知识

溢出

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光领计划”推动了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池技术、背接触晶体硅技术和异质结

电池等前沿技术的创新，显著提升了光伏组件的转换效率和运行效能，对于中国光

伏产业的技术升级和降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一政策如何激发企业前沿

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并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仍有待理论分析。本

文的理论逻辑如图 1 所示：“光领计划”的核心举措体现为技术标准筛选、资金流向

引导和示范平台建设三个方面。在企业层面，上述制度安排分别通过需求扩张效

图 1　“光领计划”推动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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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研发优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使企业将竞争重心由低价扩张转向前沿技术

突破；在行业层面，政策效应表现为技术领跑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和追随企业向技

术标杆靠拢，最终推动低效率、低质量产能退出市场，优化市场竞争导向。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剖析“光领计划”促进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并提出核心研究

假说。

1. 需求扩张效应

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市场需求扩张有助于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当下游

产品市场传递出积极的需求信号时，企业会加大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以满足市场

需求（Gao & Rai，2019；Gerarden，2023）。具体到光伏产业，开展高效电池和系统集

成等前沿技术研发，往往需要持续投入固定资产、专用设备和试验生产线，前期沉

没成本较高。如果缺乏稳定且以技术为导向的市场需求，企业容易转向低价竞争

和产能扩张，从而难以形成良性的前沿技术创新生态。而“光领计划”将终端市场

需求与生产端技术创新进行有效耦合，通过向企业传递市场对高效光伏产品的需

求信号，激励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性能。该政策明确规定了政府扶持的前沿技术方

向，对于光伏组件的质量设定了硬性参数标准，只有满足技术标准的创新型企业才

能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因此，为了能够满足“光领计划”的入选标准，企业不

得不从原来的价格竞争转为技术竞争。这一机制将促使企业不断探索前沿技术，

研发更加高效的光伏产品。通过技术标准与市场需求的联动，积极进行技术研发

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加快研发成本回收，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持续

优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光领计划”围绕组件的关键技术参数设定准入门槛，扩大先进产能的市

场空间，通过需求扩张效应促进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

2. 研发优化效应

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李丹丹，2022）。“光领计划”

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光伏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研发资源要优先用于“领跑

者”光伏项目。其内在逻辑在于，新能源前沿技术的研发风险较高，前期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政策不确定性和技术迭代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研发风险（Hud & 
Hussinger，2015；孙博文，2026）。一方面，研发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企业难以

完全获得研发投资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导致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从而使企业研

发投入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Becker，2015）；另一方面，研发活动具有不确定性，

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并不存在确定对应关系，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还可能挤占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加剧其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Zhang，2015）。

根据资源配置效率理论，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激励企业对前沿技术进行

突破性创新，而研发资源的错配将极大扭曲创新绩效。在企业间资源配置层面，当

研发资源未能有效流向具有创新禀赋的优质企业时，将产生双重负向效应，不仅会

造成研发资源的浪费，还会削弱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Liu et al.，2019）；在

企业内资源配置层面，如果企业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而是将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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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扩张已有的落后产能和打“价格战”，将会严重挤占企业的研发资源。这将导

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进而错失在关键技术领域取

得突破的机会。事实上，企业“以低价换市场”的经营策略不仅难以推动自身生产

效率提高，还可能导致全行业面临成本倒挂的困境。因此，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是

提高创新产出的关键（王艺明和马晴晴，2024）。“光领计划”通过引导研发资源的流

向，使优质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研发资源，从而推动了企业之间研发资源的优化配

置。与此同时，为了在政策支持中取得优势，企业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研发，

从而促进了企业内部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光领计划”引导财政资金向创新型企业倾斜，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

过研发优化效应促进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

3. 知识溢出效应

创新经济学理论认为，创新活动的产生有赖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学习和整合。

在科技创新日益复杂和多维融合的背景下，知识溢出对于企业的创新产出至关重

要。一方面，“光领计划”通过设立“新技术应用示范平台”，为企业间技术交流、经

验共享和成果扩散提供了制度化载体，加快了先进技术的知识溢出；另一方面，该

政策通过对高能效产品进行技术认证，树立了市场竞争中的技术标杆，引导企业向

行业先进水平看齐。事实上，“光领计划”中的示范项目是一个促进前沿技术溢出

的平台，有助于企业更清晰地把握行业前沿技术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打破信息壁

垒，降低对于前沿技术的认知门槛（Nie et al.，2022）。与此同时，入选项目所采用的

光伏产品体现了国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的政策导向，其性能标准和技术路线

具有较强的示范价值。先进技术的知识溢出有助于企业找到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

研发策略，进而推动企业在前沿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在该机制推动下，铝背场

电池技术、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池技术、N 型高效电池技术等各种技术路线之间相

互竞争，共同推动了光伏技术的迭代升级和组件转换效率的持续提升。由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说。

H3：“光领计划”依托示范项目建设和先进产品技术认证，强化企业间技术交

流，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光领计划”对于光伏行业还具有行业层面的势力提升效应和

优质示范效应。势力提升效应是指“光领计划”能够提高技术领跑型企业的市场地

位，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优质示范效应则体现在“光领计划”能够通过树立技

术标杆，从需求端引导和激励追随型企业学习行业中的技术领跑型企业，从而缩小

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带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根据有效竞争理论，创新型企业可以

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提高市场竞争

力。一方面，“光领计划”对于企业的科技水平设定了更高的技术标准，促使企业积

极探索前沿技术以降低度电成本。随着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技术领跑型企业将

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光

领计划”还促使其他光伏电站项目向“领跑者”项目看齐，逐步提升技术标准，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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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侧不断推动高效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同时挤压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的市场空间，

加速低效落后产能退出市场。随着优质高效的产品逐渐成为技术标杆，优质企业

在市场中形成了“鲇鱼效应”，强化市场中的企业优胜劣汰，最终推动行业整体的技

术进步（黄先海和张胜利，2019）。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光领计划”能够提高创新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激励行业中的普通光伏

发电项目向“领跑者”项目看齐，发挥势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上文的假说，本文构建如下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 2015 年开始

实施的“光领计划”对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因果效应。

Solarpatit = β0 + β1Treati × Postt + β2 Xit + μi + λt + ϵ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为 Solarpatit，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光伏前沿技术创新。核心解释变量为处理组虚拟变量 Treati 与时间虚拟变量

Postt 的交互项：当企业 i 入选“光领计划”时，Treati 取值为 1，否则为 0；当年份在企业

i 入选年份的当年及之后，Postt 取值为 1，否则为 0。β1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

衡量“光领计划”对于企业光伏前沿技术创新的因果效应。X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

量，μ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λ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对回归结

果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二）指标构建

1. 被解释变量

相较于采用词典法和随机森林等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文本分类的有关研

究，本文所采用的基于海量文本数据进行预训练的 ERNIE 模型能够很好地克服完

备性不足和准确性较低的问题（金星晔等，2024）。为了反映测算结果的准确性，本

文在传统文本分类任务测算流程的基础上做出如下改进：（1）综合政策导向、行业

分析、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四个维度界定光伏前沿技术，从而避免单一视角的局限

性；（2）在数据标注时避免完全随机抽取所带来的类别分布不均衡问题，通过综合

比较四种大语言模型的分类性能，进一步优化数据标注策略，从而提高模型的泛化

能力；（3）在模型性能、时间特征、地区特征、技术特征、企业特征和专利特征等多个

维度对分类结果进行有效性验证，增强了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的测

算思路是基于专利文本描述的技术特征和主要用途判断这一技术是否符合前沿技

术方向，具体的测算流程如图 2 所示，可具体分为以下七个步骤。

步骤一：界定光伏前沿技术。对光伏前沿技术进行科学界定，是准确识别企业

创新行为和评估政策作用效果的基础，对于优化政策机制设计和推动光伏产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光伏前沿技术定义为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且能够为

光伏领域的技术难点提出创新方案的技术。现有文献对于光伏前沿技术创新的界

定缺乏明确且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综合政策导向、行业分析、

60



2026年第6期

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四个维度提炼了光伏行业的前沿技术。这一多维度的识别思

路既能够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也能够兼顾行业技术演进、学

术前沿和企业创新实践的现实特征。本文的做法可以使不同维度技术定义之间相

互补充，有助于降低仅凭单一维度界定前沿技术所带来的偏误。由此形成的技术

范围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也为后续基于专利文本识别企业前沿技术创新

提供了依据。①

图 2　光伏前沿技术的测算流程

步骤二：确定光伏前沿技术词典。为了尽可能覆盖更加广泛的前沿技术，本文

从规划文件、行业报告、学术文献和企业年报等多种途径收集了超过两百万字的原

始文本，并利用大语言模型从中抽取了与光伏技术发展相关的句子。在得到这些

能够表征前沿技术的句子之后进行特征提取，进而得到能够反映前沿技术特征的

基础词库。为了进一步提高词库的准确性，本文对基础词库进行了人工核对、筛选

和去重，最终得到了光伏前沿技术词库。②经过不同语料的相互补充，本文在识别

前沿技术时尽可能避免了单一语料的语义倾向性所带来的偏误。

步骤三：形成光伏专利基础数据。首先，从智慧芽专利数据库获取了 2009—
2022 年专利公开号以 CN 开头的 45 万余条太阳能专利原始数据，然后通过识别申请

人名称中的“公司”字样初筛公司专利。其次，对全部公司名称进行清洗去重，并利

用大语言模型判断公司名称对应的企业主体是否为上市公司，从而得到上市公司太

阳能专利相关数据。再次，剔除上市公司太阳能专利中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重复的

数据，仅保留发明授权专利。最后，将清洗后的上市公司太阳能专利，与光伏上市公

司的专利进行合并去重，并据此构建覆盖范围更完整的光伏专利基础数据。

步骤四：构建待标注数据。本文基于步骤三中的光伏专利基础数据，以光伏前

①②　因篇幅所限，光伏前沿技术的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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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技术词典作为筛选依据，通过关键词匹配筛选，构建候选待标注数据。该筛选过

程能够将样本范围进一步聚焦于光伏前沿技术相关专利，有助于提升候选待标注

数据中潜在前沿技术专利的占比。同时，为提高样本数量在年度间分布的均衡性，

本文首先以年份为分层依据，对候选待标注数据进行分层随机抽取；随后对抽取的

数据进行有效性筛查，剔除摘要信息不足或技术属性难以判断的数据，从而形成

2149 条最终待标注数据。

步骤五：进行数据标注。首先，以步骤四形成的最终待标注数据为对象，参照

光伏前沿技术的主要特征，从技术相关性、创新特点、材料与工艺、结构组成、条件

与环境、性能指标等维度综合考虑，重点考查各项专利是否有助于提高光电转换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规模化生产，进而形成标签判断的分类逻辑；然后，本文据

此设计提示词，引导大语言模型对待标注数据进行标注，从而得到标注结果，并检

验标注结果与分类逻辑是否一致；若二者不一致，则返回提示词设计和模型标注环

节进行优化，直至大语言模型能够较好地理解上述分类逻辑；最后，对标注结果进

行人工核查，形成已标注数据。

步骤六：训练专利文本分类模型。ERNIE 模型能够在文本分类任务中自动学

习专利文本中的有效特征表示，并输出较为准确的分类结果。①因此，基于步骤五

中得出的已标注数据，本文使用 ERNIE 模型进行专利文本分类，按照 8∶1∶1 的比例

将已标注数据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其中，训练集用于模型训练，验证

集用于超参数调整和训练过程监测，测试集用于检验模型的分类效果和泛化能力。

在此基础上，本文最终确定了最优超参数配置，并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完成专利文本

分类。

步骤七：评估模型性能表现。为比较不同大语言模型的分类性能，本文使用

BERT 模型、ERNIE 模型、RoBERTa 模型和 ELECTRA 模型四种大语言模型进行企业

前沿技术专利分类，并计算了五个常用的机器学习性能评估指标，包括精确率（Pre⁃
cision）、准确率（Accuracy）、召回率（Recall）、F1 分数（F1—Score）和 F0.8 分数（F0.8—
Score）。②在本文使用的模型中，ERNIE 模型的分类性能显著优于其他模型。因此，

选用 ERNIE 模型的分类结果作为基准结果。经过以上步骤，最终构造出了一份专

利—企业—年份三维结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最终得到了 5201 条前沿专利数据。

在完成指标测算之后，本文从模型性能、时间特征、地区特征、技术特征、企业

特征和专利特征等多个维度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检验。③同时，为了缓解专利数据的

分布偏态问题，对前沿专利的数量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将变换后的前沿专利数量

①　ERNIE 模型的训练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输入语料。模型先对输入的文本进行向量化表

示，得到模型输入所需的词嵌入编码、位置信息编码和句子分割编码。然后，在嵌入层将模型输入组合成三种

编码信息的加总，利用多头自注意力机制和前馈神经网络对于中间层的 Transformer 编码进行优化迭代，最终在

输出层输出状态张量。（2）构造遮掩任务。模型按照不同颗粒度选取文本中的词、短语及实体进行掩码，然后

利用上下文信息预测各遮掩位置对应的单元，进而恢复被遮掩的内容。（3）优化模型参数。模型根据预训练任

务的预测结果与真实标签构造损失函数，并通过反向传播计算参数梯度，然后反复迭代更新模型参数。

②③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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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光领计划”政策（Treati × Postt）。如果企业 i 中标光伏

领跑者基地的产品供应商，则将变量 Treati 赋值为 1，否则为 0。如果年份在企业中

标年份的当年及之后，则将 Postt 赋值为 1，否则为 0。Treati 与 Postt 的交互项是本文

识别政策效应的核心变量。“光伏领跑者”发电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能源局规

定的发电规模进行公开招标，企业按照招标公告提交项目申请，地方政府的工作领

导小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企业名单。①这一遴选机制通过设置产

品性能和技术参数等评价标准，引导企业竞争由追求产能和价格优势，逐步转向重

视技术性能、产品质量和应用效率。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可观测的混淆因素对于“光领计划”政策效应的干扰，借鉴已有研究

（孙传旺和占妍泓，2023；孙博文和张友国，2022），本文选取了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企业性质（Soe），如果企业是国有企业则为 1，否则为 0；企业年龄的对数（Lage），

即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托宾 Q 值（T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比

值；两权分离率（Sep），衡量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研发资金投入强度（Rdi），

即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经营现金流（Ocf），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资本性支出比率（Cap），即购建固定、无形及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现金与总

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即公司税后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营业收入

增长率（Grow），即当期营业收入相较于上期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赫芬达尔指数

（Hhi），即市场中各上市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与行业集

中度；公司业绩波动性（Vol），即企业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反映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与受宏观政策环境变化的冲击程度。

（三）样本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专利数据来自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其中包括专利申请时间、专利类型、专

利名称和专利摘要等信息。对于“光领计划”入选企业名单数据，本文对领跑者基地

所在城市的市政府、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官方网站等多个来源进行了综合比对，收

集了三个批次共计 48 家企业的中标信息。企业层面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

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更多样本，同时增加企业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数据样本的主要

处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在沪深 A 股所有上市公司中筛选在样本期内具有太阳

能专利的上市企业；（2）合并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中的光伏行业上市企业；（3）剔除 ST
①　“光领计划”政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从招标过程来看，2015 年 6 月 25 日，经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首个

“光伏领跑者计划”示范基地正式落户大同。同年 7 月 6 日发布正式公告，7 月 11 日投递文件截止，7 月 12 日公

布中标名单。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突然性，个体难以预知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处理组；从研发基础来看，前沿

专利的成功申请需要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企业科研中心、大型科技项目等基础支撑，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做出策

略性反应；从入选标准来看，在之后的批次中，招商公告中也未公布评选细则，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

提高自身评分；国家能源局要求招标过程公开透明，因此，寻租的空间也较小。本文还进一步考虑了领跑者基

地建设对“光领计划”政策效应的干扰。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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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经营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仅保留正常上市的企业样本；（4）对具有缺失值的连

续变量进行行业—年份均值插补，并保留在样本期内至少有 6 年连续数据的企业样

本；（5）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经过以上筛选步

骤，本文共获得了 2009—2022年 362家上市公司的 4398条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①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检验“光领计划”对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实证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在不同控制变量设定下，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系数均保持为正且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依

赖于特定控制变量设定，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总体来看，“光领计划”能够显著促

进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为理解产业政策引导企业突破

前沿技术提供了初步经验证据：具有明确技术标准和筛选机制的政策工具，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研发活动中的创新激励不足问题，从而推动企业进行前沿

技术创新。②
表 3 “光领计划”对企业光伏前沿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Treat × Post

前定控制变量×时间趋势

前定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Adj.R2

光伏前沿技术创新

（1）
0.4719**

（0.2038）
否

否

否

是

是

4398
0.5668

（2）
0.4778**

（0.1912）
是

否

否

是

是

4398
0.5735

（3）
0.4833**

（0.1935）
否

是

否

是

是

4398
0.5734

（4）
0.4520**

（0.2031）
否

否

是

是

是

4398
0.5684

注：本文根据“光领计划”光伏产品供应商入围条件，从技术水平、企业规模、投资能力、经营绩效四个方面

选取前定变量，包括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研发人员数量占比、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现金流水平、固定

资产支出占比、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 7 个变量。括号内为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③
1.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本文基准估计结果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在“光领计划”

①　太阳能专利 IPC 分类号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光伏上市企业数据来

自东方财富网太阳能板块。因篇幅所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②　本文进一步使用广义随机森林算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光领计划”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和非线性

政策效应。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光领计划”政策效应在不同批次、不同企业规模以及不同研发投入

水平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③　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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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光伏前沿技术创新变化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

异。为检验这一前提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以政策实施前 1 期为基准期，选

取政策实施前后各 4 期作为时间窗口，构造相对时期虚拟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估计

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均未与 0 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无法被

拒绝。同时，本文还进一步作了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本文基准模型的平

行趋势假设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 更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和估计模型。第一，为了检验“光领计划”对企业前

沿技术创新规模的影响，参考 Fang et al.（2017）中对于专利折旧的处理方法，将专

利折旧率设定为 15%，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考虑折旧的前沿专利数量的年度累加

值；第二，采用泊松模型来处理被解释变量的计数特征，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第

三，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利用熵值法测度的企业前沿技术创新复合指标，以更加

多维地衡量企业的前沿技术创新。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

健性。

3. 更换不同的匹配方法。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周泽将等，2022），通过更

换不同的匹配方法为处理组企业找到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企业。在光伏基地建设

招标时，技术水平是地方政府评判每家企业开发资质的首要考量因素，市场竞争力

和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可能成为项目的中标企业。因此，本文选取企业性质、

市场份额、超额主营业务利润率、研发投入占比、发明申请专利数量等反映企业市

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指标作为匹配依据。分别采用 1∶3 协变量匹配、1∶5 协变量

匹配、熵平衡匹配和广义精确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并对匹配后样本的协变

量平衡性进行考察。估计结果表明，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4. 采用异质性稳健估计量。Goodman-Bacon（2021）认为当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

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会将较早接受处理的样本作为较晚接受处理样本的控制组，

从而使得估计系数产生偏误。为了缓解评估政策效应时可能存在的“负权重”问题，

采用 Sun & Abraham（2021）与 De Chaisemartin & D’Haultfœuille（2020）提出的异质性

稳健估计量对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进行安慰剂检验。为了进一步缓解“光领计划”的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

样本之间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给估计结果带来的混淆，同时增强本文结论的非随

机性，借鉴陈强等（2025）的证伪检验思路，进行了时间、空间与混合三种类型的安

慰剂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6. 考虑个体处理效应稳定性假设。当样本中存在与“光领计划”的中标企业具

有高度关联的企业时，政策效应的无偏性可能会受到潜在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

剔除存在生产关联或股权关联的企业样本，以排除企业间关联关系可能对政策效

应估计造成的干扰。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7. 控制同期政策干扰与缓解样本选择偏误。为缓解同期政策叠加可能带来的

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上网电价补贴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影响。同

时，考虑到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采用 Heckman 两步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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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光领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前沿

技术创新。

五、 机制分析

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了“光领计划”对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其中的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具体而言，需求扩张效应主要在市场牵引环节发挥作用，即

通过关键技术参数门槛和领跑者基地项目，创造以高质量产品和先进技术应用为

导向的市场需求；研发优化效应主要在资源保障环节发挥作用，即在需求信号明确

之后，推动财政资金和研发资源向创新型企业集中，从而缓解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研

发所面临的资金约束和风险约束；知识溢出效应则在交流扩散环节发挥作用，即通

过示范基地、技术认证和企业间学习，降低企业的技术认知成本和试错成本。下文

将从这三个方面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一）需求扩张效应

需求扩张效应表明，“光领计划”通过制定前瞻性的技术方向和提高产品的技

术标准，为达到特定技术门槛的企业创造了额外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围绕高质量

市场需求展开技术竞争。在政策支持下，符合技术标准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与其

他企业形成有效区分，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如果这一机制成立，那么“光领

计划”将显著增加技术达标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本文从企

业内部生产性投资和外部市场需求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借鉴孙传旺等（2024）的做

法，采用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的现金净额衡量企业内

部生产性投资。同时，为了能够尽可能地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需要寻找相对外生

的外部需求变动来源，借鉴 Mayer et al.（2021）和 Garin & Silvério（2024）的研究思路，

构建如下市场需求指标：

Demait = g
■

■

|
||
| ■

■

|
||
|( )xit0

Xt0
× Mit − 1

Ns − 1 ∑k ∈ s，k ≠ i

  gkt （2）
其中，xit0 表示企业 i 在 t0 年（样本初年）的主营业务收入，Xt0 表示企业 i 所在行业

在 t0 年的全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二者的比值反映了样本初年企业 i 所占的

市场份额。Mit 表示企业 i 所在行业在第 t 年扣除自身后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总额。通过两者相乘，可以得到不受企业 i 自身经营情况影响的外部市场需求。

g ( )· 表示外部市场需求的增长率，第二项整体表示剔除企业 i 后同类企业外部市场

需求增长率的平均水平。这一指标的优势是可以控制同行业内其他企业共同面临

的市场需求冲击，从而得到企业 i 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外部市场需求变化。估计结果

如表 4 所示，一方面，“光领计划”显著增加了中标企业的外部市场需求，而市场规

模扩大所带来的收益预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研发的动力；另一方面，

“光领计划”显著推动了企业内部生产性投资的扩张，为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

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增强了政策对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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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领计划”通过需求扩张效应给予了企业更多的市场规模，保障了前沿技术的发

展空间，上述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需求扩张效应。

表 4 需求扩张效应分析

变量

Treat × Pos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Adj.R2

市场需求

（1）
1.3774***

（0.4508）
是

是

是

4398
0.1467

光伏前沿技术创新

（2）
0.6571**

（0.2824）
是

是

是

2201
0.5635

（3）
0.2441

（0.1964）
是

是

是

1902
0.5668

生产性投资

（4）
0.3227*

（0.1690）
是

是

是

4398
0.8760

光伏前沿技术创新

（5）
0.5572*

（0.3201）
是

是

是

1763
0.5247

（6）
0.2925

（0.2201）
是

是

是

2340
0.5971

注：列（2）（3）是按照政策发生前企业外部市场需求的平均值分组，列（2）表示企业外部市场需求较高组，列

（3）表示企业外部市场需求较低组；列（5）（6）是按照政策发生前企业内部生产性投资的平均值分组，列（5）表示

企业内部生产性投资较高组，列（6）表示企业内部生产性投资较低组。为避免标准误被低估和统计显著性被夸

大，在估计时剔除了在所属分组中仅有单个观测值的样本，因此，本文汇报的样本量是有效估计样本量，下同。

（二）研发优化效应

“光领计划”作为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政策工具，规定了财政资金优先向满足

前沿技术标准的企业倾斜。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公共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也向

企业释放了清晰的政策信号：只有持续推进技术升级和前沿创新，才能获得更多

政策支持。从作用机制看，其本质在于发挥政府补贴的风险分担与信号传递功

能，降低企业前沿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提高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了验证研

发优化效应这一机制，本文从研发资源获取、研发资源投入和研发资源产出三个

维度展开实证分析。具体而言，在研发资源获取维度，首先考察“光领计划”是否

显著增加了中标企业研发补贴，从而缓解企业开展研发活动面临的资源约束；在

研发资源投入维度，进一步考察该政策是否促进了中标企业的实际研发投入，而

非停留在研发资源获取层面；在研发资源产出维度，本文验证该政策是否最终提

升了企业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出，从而实现了研发优化效应。

本文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收集了 2009—2022 年上市公司获得的政

府补助项目明细，并进一步对这些补助项目进行筛选，识别出了相对准确的研发补

贴项目。①具体而言，本文将研发补贴分为不同的类别，包括与科技研发专项有关

①　项目主要包括：（1）与科技研发专项有关的补贴。包括针对特定研发项目提供的特定资金支持（02
专项、863 计划、973 计划等）、创新平台建设补贴（创新平台建设专项补助投资计划等）、技术改造补贴

（130MW 多晶硅重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等）、资格认定类补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研发机构培育补

贴（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专项资金等）、研发后补助（企业研发后补助财政奖补资金）。（2）与人才引进和培养

相关的补贴。包括企业人才引进培养资助专项资金、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人才专项资金。（3）与知

识产权相关的补贴。包括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项目、专利申请资助资金、PCT 专利奖励资金。（4）与科技成

果奖励相关的补贴。包括国家高新区科技奖励项目、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奖励。（5）与研发

补贴类似的财政资金支持。包括企业研发费用财政补助、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奖励经

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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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贴、与人才引进和培养相关的补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补贴、与科技成果奖励

相关的补贴、与研发补贴类似的财政资金支持等。根据以上分类，本文提取了与研

发补贴相关的关键词。借鉴 Chen et al.（2018）的方法，当政府补贴中包含研发补贴

的关键词时，本文将其定义为研发补贴，在此基础上，采用研发补贴的自然对数作

为企业所获研发资源的代理变量。根据表 5 列（1）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为

3.9423，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光领计划”显著增加了中标企业获得的研发

补贴，为企业开展前沿技术创新提供了外部资源支持。列（2）进一步表明，“光领计

划”有效促进了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增加，说明政策效应并非仅表现为企业对补贴

资源的被动吸收，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主动研发行为。列（3）（4）说明，对于研

发投入强度更高的企业，“光领计划”的创新促进效应也更明显。上述结果为研发

优化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光领计划”能够推动研发资源在企业间优化配置，

促进前沿技术创新产出的提升。

表 5 研发优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Treat × Pos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Adj.R2

研发补贴

（1）
3.9423***

（0.9149）
是

是

是

4398
0.2602

研发投入

（2）
2.4561**

（1.0547）
是

是

是

4398
0.5867

光伏前沿技术创新

（3）
0.7863***

（0.2917）
是

是

是

2225
0.6050

（4）
0.1978

（0.2363）
是

是

是

2114
0.5320

专利被引

（5）
0.1691*

（0.0979）
是

是

是

4398
0.3170

联合创新

（6）
0.4594*

（0.2547）
是

是

是

4398
0.7689

注：列（3）（4）是按照企业研发投入的平均数分组，列（3）表示企业研发投入较高组，列（4）表示企业研发投

入较低组。

（三）知识溢出效应

知识溢出效应表明，“光领计划”通过设立新技术应用示范平台为企业间技术

交流与经验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先进技术知识的扩散与传播，从而加快了

企业前沿技术突破的进程。一方面，“光领计划”设立的示范项目打通了企业间的

信息与知识流动通道，有效降低了企业在前沿技术探索中的信息搜寻成本与不确

定性，促进前沿技术的跨企业知识溢出；另一方面，示范平台通过搭建技术交流场

景推动企业间双向的知识流动，有助于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形成。本文进一步从知

识溢出广度和知识溢出强度两个方面检验知识溢出效应这一机制。知识溢出广度

衡量企业创造的前沿知识是否更多地成为后续创新的技术基础，本文采用前沿专

利的被引用数量来衡量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广度；而知识溢出强度表征不同创新主

体间的知识交换和协同创新程度，本文采用企业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的数量来衡

量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强度。

估计结果如表 5 列（5）（6）所示，“光领计划”显著提升了知识溢出的广度与强

度。一方面，“光领计划”显著增加了企业前沿专利的被引用数量，推动前沿专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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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广泛的知识溢出；另一方面，企业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也显著增加，创新

主体间的知识关联更紧密、协同创新的程度更高。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识别

更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技术方向，进一步研发出更加高效的潜在产品，最终在差异

化的产品赛道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前沿技术的扩散降低了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突

破的认知成本和试错成本，从而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述分析表明，知识

溢出效应是“光领计划”促进企业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

六、 进一步分析

第五部分对需求扩张效应、研发优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揭示了

“光领计划”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企业层面的前沿技术创新可能会

进一步改变行业竞争结构：一方面，技术领跑企业依托创新优势获得更强的市场地

位，表现为势力提升效应；另一方面，追随企业在技术标杆引领下加快技术升级，表

现为优质示范效应。二者共同揭示了“光领计划”如何通过微观创新激励进一步推

动行业优胜劣汰与技术进步。接下来，本文从势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这两

个视角出发，考察“光领计划”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一）势力提升效应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部分产品的供给质量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导致供

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光领计划”通过设定高技术标准扶持先进

产能，提高了技术领先型企业的市场势力，市场势力的提升意味着技术领先型企业

定价能力的增强和成本优势的强化，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产品质量在市场

竞争中逐渐扩大市场份额，这在无形之中抬高了整个行业生存的技术门槛，从而不

断挤压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较低的落后企业的利润空间。落后企业无法满足

市场对高品质光伏产品的需求，从而不得不退出市场。“光领计划”推动经济资源在

企业间高效配置，最终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产业良性循环。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逻辑是否成立，一方面，本文借鉴 De Loecker & Warzynski
（2012）提出的方法，采用企业加成率衡量企业的市场势力，实证检验“光领计划”

是否能够推动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本文检验了该政策效果的异质性，

即在初始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市场势力的提升是否更为显著。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列（1）中“光领计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光领计划”能够推动企

业市场势力的提升。进一步地，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以

政策发生前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进行分组，列（2）（3）的结果显示，对于政策实施

前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政策效应更为突出。这表明，“光领计划”有助于强化高

效率企业的市场地位，增强其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①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发现

“光领计划”给予了优质企业发挥技术优势的机会，促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

①　本文进一步检验发现，“光领计划”会显著降低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因篇幅所限，相关内

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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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提高自身的市场势力，迫使落后产能逐渐退出市场，从而发挥了势力提升

效应。①
（二）优质示范效应

从上文对势力提升效应的理论分析可知，优质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势力，在

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通过提高行业竞争门槛和推动低效率企业退出，最

终实现了产业升级。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光领计划”在引领光伏行业前沿技术发展

方面是否具有优质示范效应。“光领计划”的目标在于充分发挥先进企业的带动作

用，政府通过指导性和扶持性的政策，激励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仅提高了光伏基

地项目的技术水平，也能够带动其他普通光伏电站项目提高技术标准。随着前沿

技术的不断突破，具备较强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的头部企业将获得更大的技术优

势，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符合未来技术方向的产品。参考卢福财等（2024），本文

将主营业务收入位于行业前 30% 的企业定义为头部企业，将追随企业定义为除头

部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基于创新网络的视角，本文利用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了企

业间的创新网络，并采用 PageRank 算法计算各企业的网络中心度，以此衡量企业在

创新网络中的中心性与影响力。

为了检验“光领计划”的示范效应，本文仅保留追随企业样本，并进一步将被

解释变量设为追随企业创新地位与头部企业平均创新地位的差距。该指标越小，

说明追随企业与头部企业之间的创新网络地位差距越小。估计结果如表 6 列

（4）—（6）所示。列（4）的估计系数为-0.4374，并且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光领计划”使得追随企业与头部企业间的创新地位差距缩小。同时，本文借

鉴赖烽辉和李善民（2023）的做法，利用企业间专利类别向量的余弦值衡量企业的

技术相似度，并据此考察示范效应是否存在技术距离上的差异。列（5）（6）的结果

显示，技术相似度较高组的估计系数为-0.6768，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示范

效应更可能发生在技术相似的企业之间。综上，优质示范效应具有技术适配条

件，只有当企业具备相近的知识基础和研发方向时，前沿技术路线才更容易被吸

收和转化。

表 6 势力提升效应与优质示范效应分析

Treat × Pos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0.1429**

（0.0572）
是

是

是

0.1448**

（0.0721）
是

是

是

0.1395
（0.0921）

是

是

是

-0.4374**

（0.2115）
是

是

是

-0.6768**

（0.2671）
是

是

是

-0.2264
（0.3382）

是

是

是

变量
市场势力

（1） （2） （3）
创新网络中心性差距

（4） （5） （6）

①　本文考虑了与“光领计划”同时执行的“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这一“准入”政策对于势力提

升效应所带来的干扰。研究发现，排除“准入”政策影响之后的政策效应仍然显著，从而验证了“光领计划”势

力提升效应的稳健性。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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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

Adj.R2
4398

0.7597
2442

0.7826
1928

0.6874
2013

0.3943
949

0.3961
1010

0.3890

续表6

变量
市场势力

（1） （2） （3）
创新网络中心性差距

（4） （5） （6）

注：列（2）（3）是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分组，列（2）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组，列（3）表示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较低组；列（5）（6）是按照追随企业与头部企业的技术相似度平均值分组，列（5）表示技术相似度较高

组，列（6）表示技术相似度较低组。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载体，而前沿技术创新则是令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掌握前沿技术不

仅对于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中形成

引领优势。然而，在行业技术门槛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间容易将竞争重点放在价格

上，导致资源较多流向短期产能扩张而非长期技术研发，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动

力和潜力形成一定约束。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工

具，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竞争，正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向更高水

平的关键所在。

本文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细致剖析，研究发现以“光领计划”为代表

的创新激励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前沿技术创新，并且存在三条核心的影响机制。首

先，通过需求扩张效应，“光领计划”为达到特定技术门槛的先进企业提供了额外的

市场规模，激励企业之间为赢得高质量的市场需求而展开技术竞争；其次，通过研

发优化效应，“光领计划”提高了研发补贴的针对性，帮助优质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研

发资源，提高了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最后，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光领计划”能够促

进前沿技术的知识溢出，降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试错成本。除此之外，“光领计

划”还对整个行业具有显著的势力提升效应和优质示范效应，不仅能够提高优质企

业的市场势力，推动行业中企业的优胜劣汰，而且还能发挥技术标杆企业的引领示

范作用，从而促进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综上，本文认为，“光领计划”的政策设计

在推动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对于当下其他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具有较为普适的借鉴意义。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设计提出

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政府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面向先进产品的稳定需

求牵引机制。由需求扩张效应可知，“光领计划”之所以能够推动企业的前沿技术

创新，是因为政府通过设定技术门槛，释放了明确的质量导向信号，定向激励了对

于高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借鉴“光领计划”的相关举措，本文认为应不断加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市场中对高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渐提高技术标准，适

时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于新能源产业来讲，地方政府在招标和项目遴选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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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换效率、长期发电性能和技术迭代潜力等技术先进性指标为核心构建综合评

分体系，合理平衡价格因素与技术指标。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充分发挥对行业前沿

技术方向的规划和引导作用，激励企业将研发方向聚焦于亟待突破的前沿技术，从

而促进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提高政府研发补贴的针对性，优化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2025 年 3 月，

国家能源局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国能发科技〔2025〕23 号），明确提出要优化配置能源领域科技资源，发挥市场

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覆盖资金管理使用全过程的资金监督机制，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由“量”向“质”转变的过程中，提高研发资

源配置的精准性会显得更加重要。研发资源的配置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世界各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政府对于研发资源的配置更应注重效率。

因此，政策设计应以技术先进性和创新绩效为导向，将更多的研发资源分配给积极

进行前沿技术研发的企业。与此同时，本文建议对研发资源进行全过程、全链条的

管理，引导其向先进产能建设和前沿技术创新方向集聚。

第三，引导企业间知识溢出，营造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由知识溢出效应可

知，“光领计划”能够通过设立示范项目激励企业之间互相学习，从而加速企业前沿

技术突破的进程。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积累大量的前沿技术，依靠单个企业难以

突破行业技术壁垒，而知识溢出可以加速技术扩散，帮助企业拓展知识边界，从而

降低研发的试错成本，弥补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因此，本文建议在推动未来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技术交流的规模，探索建立行业前沿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加

强对高能效产品的技术认证和市场推广，从而不断推动企业进行前沿技术创新。

同时，建议围绕行业技术标准建设，推动组建产业创新联盟等组织，探索建立行业

间的“共享专利池”，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四，强化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地位，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创新型企业是推动

光伏产业技术迭代的关键主体，能够通过持续研发投入、高效率产品供给和先进工

艺应用，不断提升行业技术边界，并带动市场需求向高质量、高性能产品转变。“光

领计划”能够帮助创新型企业通过技术优势提高市场势力，倒逼低效企业退出市

场，从而优化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势力提升效应，本文建议政府加大对

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以技术水平作为推动行业优胜劣汰的主要标准。与此同

时，应畅通低效产能的退出路径，动态更新产业技术标准。此外，建议探索建立行

业白名单机制，定期评选并公布行业中的技术领跑型企业名单，从而提高行业竞争

的技术门槛，优化市场竞争格局。

第五，建立优质示范机制，充分发挥行业技术标杆的引领示范作用。明确前沿

技术方向并发挥技术示范作用，有助于降低行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研发资

源向前沿技术领域集中。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作为创新的先行者能够为行业提供

清晰的技术参照和市场预期，减少行业中研发方向选择的试错成本。根据优质示

范效应，本文建议进一步强化行业中技术标杆企业的引领作用。对于新能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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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建议探索建立行业技术示范项目库，围绕高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制造、系统集

成优化等重点方向，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示范项目，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财政资

金支持鼓励追随型企业学习行业中的先进技术。除此之外，本文建议在光伏项目

的招标中借鉴“领跑者”项目的筛选思路，通过市场机制逐步淘汰低效产能，促进行

业技术标准的整体提升，最终实现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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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ow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apacity and encourage enter‐
prises to engage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major issue of national concern. Launched in 
2015, the “Top Runner” PV Project is an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y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utting-edge photovoltaic technologies in China. The core of this policy 
lies in us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s the primary criterion for selecting high-quality enterprises, 
thereby driving a shift in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from capacity and price-based rivalry to technologi‐
cal and innovation-based competition.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lack of sufficient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promot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in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awing on over 450000 patent records from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between 2009 and 2022, 
this paper utiliz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such as ERNIE, which has been pre-trained using the Transformer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enter‐
prises, thereby assessing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Top Runner” PV Proj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op 
Runner” PV Projec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nterpris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this ef‐
fect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three channels: demand expans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Furthermore, the project also generates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enhancement ef‐
fects and benchmark demonstration effects across the industry. By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using key technical parameters as effective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enabled high-
quality enterprises to gain greater market influence, thereby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ross the entire photovoltaic industry.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the government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Top Runner” PV Project in fostering future industries to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paper opens the “black box” of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Top Runner” PV Project and reveals how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pro‐
mote enterpris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China’s 
PV industry, this paper reveal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enabled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how the government should identify high-quality enterprises by optimizing policy mechanism de‐
sign and thereby promotes enterpris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 building upon exist‐
ing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utiliz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atent ab‐
stracts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this, it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re‐
flecting enterpris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validity and accuracy of existing measures of such innovation in the literature. Third, this paper extends ex‐
isti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by incorporating two industry-level ef‐
fects—the market power enhancement effect and the benchmark demonstration effect—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ritical role that technological factors play in driving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revealing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such policies on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serving as a model for technological ad‐
vancement. This enriches and extends research on how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drive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in the photovoltaic sector.
Keywords: “Top Runner” PV Project;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centiv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EL Classification: F01, F27, 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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